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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国时期，地主家庭出身的农业子弟仍然长时间是大学生最主要的社会来源。农业子弟的数量逐渐被商

人子弟的数量超过，是在1930~1949年间。发生这一转变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商人群体等新兴群体的兴

盛，也是因为动荡时期的战争、灾害对农业经济的影响巨大。战争导致物价飞涨和农村经济衰败，一些

经济情况较差的农村子弟失去了家庭经济来源，无法完成学业，因此来源农村的学生明显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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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agricultural children of the landlord family were 
still the main social source for college students for a long time. It was between 1930 and 1949 that 
the children of farmers were gradually outnumbered by the children of businessmen. This shift 
occurred not only because of the rise of new groups, such as merchants, but also because of the 
impact of wars and disasters in turbulent times on the agricultural economy. The war led to soar-
ing prices and the decline of the rural economy. Some rural children with poor economic situation 
lost their family economic source and could not complete their education. Therefore, the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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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tudents from rural area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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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学界对民国社会阶层和群体生活水平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早，但多集中于农村社会和边缘群体。针对

教育界的研究，也多集中于教师上，而较少关注到学生群体，如梁晨《民国大学教职员工生活水平与社

会结构研究》，李艳莉《崇高与平凡：民国时期大学教师日常生活研究》，王建军《民国高校教师生活

研究》。以往研究教师经济状况、生活水平的学者，往往是以大学档案史料为核心，辅以日记和回忆类

文章等史料进行研究。由于大学档案中有对教师工资等信息明确的记载，因此可以用作教师经济水平研

究的最好支撑，然而这一方法在研究学生时并不完全适用，因为学生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家庭，探究学生

的经济状况就要探究学生的社会出身以及每学期的用费情况。梁晨、李中青等学者在《无声的革命》《江

山代有才人出》等著作中的研究方法，是通过与校方合作，获得各个时期学生的学籍卡，以此来做学生

出身的统计调查。姜涛的《传统人口的城乡结构——立足于清代的考察》中谈到，晚晴以来，随着买办

阶层的兴起，商人的自我意识与社会地位提高，“士农工商”的社会声望排序也逐渐为“士商农工”取

代[1]。李中清、梁晨等认为商人子弟获取精英教育的比例不断上升，使得教育精英的社会来源出现了明

显的转变。他们通过统计学的方法，发现 1902~1952 年间所有统计的大学生家长中商人占比最多，为 30%
以上，得出“从 1906 年到 1952 年‘院系调整’以前，新兴的商人群体和专业职业技术人员子弟占据了

教育精英垄断地位”的论断[2]。但是，笔者通过统计数据的查找，发现这一论断有待商榷。 

2. 民国大学生来源的转折 

1906 年到 1952 年，50 年累加的数字来论证，会掩盖一些重要的社会变迁。在 1902~1952 年间的半

个世纪中，地主出身的农业子弟仍然在长时间内是大学生最主要的社会来源。农业子弟不再占据数量第

一的位置并逐渐被商人子弟的数量超过，是在 1930~1949 年间。1931 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调查全国专科以

上学校学生的家长职业，农业界仍最多，达到了 25.9%，商界为 23.9% [3]。1932 年，商业界家长数量第

一次超过农业界，达到了 24.3%，农业为 23.8%，这也是二者的转折点[4]。在 1934 年商界与农界则分别

为 29.1%和 21.0%。从此，商界家长就一直成为民国大学生家长占比最多的群体，农界家长则不断减少，

最终在 1902~1952 年间的大学生家长总体统计中，商界占比 38.2%之多，而农界仅 11.8%。这一动态变

化，是宏观统计无法体现出来的。 
这一转变的原因，李中清、梁晨等学者认为，新兴中产阶级逐步走上历史舞台，其子女也逐渐成规

模地出现在精英教育中，丰富了精英学校学生的社会来源。而笔者认为，这一转变也有其他的原因。 
1930~1949 年，这一时期是动荡的时期。宁汉合流之后时局稍稳，不久后又遭日军侵华而内忧外患。

因战争与灾荒的关系，众多地主农业子弟学生失去了家庭经济来源，这导致了来源于农业家庭的民国大

学生的大量减少。探究这一时期这一转变的原因，也有利于分析背后的时局所体现的民国经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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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教育部在调查中将学校学生家长职业以农、商、工、教育、官员等分类。虽然职业为“农

业”，但民国时期的普通农民家庭无法供给一个大学生的学业，这是民国学者、调查者以及当代学界的

共识。应星先生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国教育普及比科举时代还有所倒退。“相较于过往的书院、私塾体

系，新式学堂的学费、杂费和生活费都要高出很多，即便是相对便宜的国立大学学费也不是普通家庭所

能承担。”[5]。梁晨、李浩、李中清《无声的革命》中，认为“民国时期在适龄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工

农子女仍然很难获得大学教育，大学生的家庭背景还是集中为社会的中上阶层”[6]。梁晨在《从教育选

拔到教育分层：民国大学院校的招生与门槛》中，列举了对民国大学生花费的调查研究，得出了民国“高

等教育的第一条件是经济(即家庭经济条件)”的结论[7]。“只要稍微考虑到民国基础教育分布之有限以

及接受中学、大学教育所需成本的高昂，就可推知这些农界家庭应该基本都是地主家庭。” 
1931 年民国中央统计联合会所调查的资料显示：较为落后地区的地主年收入减去土地的花费之后大

概只有 200 元左右，发达地区最多者也仅 1000 余元[8]。而当时各方的估计都认为一个普通大学生一年的

生活至少需要 200 元左右。在 30 年代初期，地主的收入想要供给一个大学生上学，就已经有些捉襟见肘。 
根据统计数据，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的学费通常是公立大学的 1.5 倍，而公私立大学之间的经济门槛

会直接影响考生的学校选择[7]。在《江山代有才人出》的统计数据中，可以明显发现农业子弟在私立大

学的占比明显低于公立大学。在此将表格引用如表 1 所示[2]。 
 

Table 1. Student source data statistics 
表 1. 学生来源数据统计 

家长职业 

大学类型 

公立 私立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军人 1119 2.81 124 1.19 

公务人员 4883 12.26 890 8.53 

农民 6466 16.23 551 5.28 

商人 13,295 33.37 3830 36.69 

办事人员 255 0.64 709 6.79 

专业人士 8950 22.46 3493 33.46 

工人 920 2.31 76 0.73 

其他 3956 9.93 766 7.34 

合计 39,844 100 10,439 100 

 
当学业的用费门槛提高时，农业界子弟的减少最为明显，这一现象一定程度说明了农业家庭供给子

女教育的经济实力是所有不同家庭中最差的。这也就说明了如果遭遇其他变故，如战争、灾难，学费、

物价上涨时，学业受影响最深重的也是农业界子弟。 

3. 农业子弟减少的原因 

30、40 年代，战争、灾荒使大量农村学生失去了家庭经济来源，大学生中的贫困生显著增多。报刊

中的诸多例子可以体现这一点。清华大学的一个学生申请奖学金时自述到：“父故家贫，有田百亩，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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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天灾，家用无着，学费更无所出。”[9]。1935 年寒假，著名诗人臧克家收到他的一个农村学生的来信，

信上说：“今年旱灾、虫灾，弄得五谷不收，我家经济破产，下学期我爸不让我再上了，我一直哭了三

天也没法，老师，你想想这是个什么世界啊！”[10]。《申报》称 40 年代的北京学校因战争而“不景气”，

且认为这种不景气的原因“不只是缺乏师资和学科，同时也在于学生数目的低减”。 

“这些学生到底那儿失了呢？因为经济的压迫，不得不改行的也很多，但是大部份却是待在家里不上课。不上

课本来就是一部分年青人所喜欢的，何况现在还有经济上的理由呢！”[11]。 

1940 年广西省政府的通告称：“因家庭陷在战区，或因战事影响，经费供给甚感困难，无力缴纳学

膳费的学生不在少数，还有因战争影响，家庭接济不到之学生。”[12]。1944 年南京“目下寒假将届，

学校纷纷准备学期试念，各校学生以家庭经济关系，下学期无法继续维持学业者，为数甚众”[13]。1946
年的西南联大学生“泰半来自战区，经济困绌，生活艰苦，多藉贷金，工读，兼差等资助，以求学业之

竟成，衣履不全，谈不到日常营养，身心交困，更难期研究风气加强”[14]。因拖战长期化，处于非战区

的学生也有较贫困的，1942 年报纸指出：“在拖战长期化后，学生经济能力为之有无，不能单纯以‘沦

陷区’或‘非沦陷区’划分，往往也有家虽在‘非沦陷区’，而经济上却十分苦难之学生。”[15]。 
许多学生因家道中落，自发地打工以补贴学费，如报社收到诸多学生的求职：“我们收到了不少愿

任家庭教师的求职函件，写这些求职函的读者，大多数是大学生，其中交通大学的同学占最多数，他们

的动机是因战争家庭穷困，不能从家庭里面得到经济支助。”[16]。 
与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下滑同时的是因战争和各种原因导致的物价和学费的飞涨和学生的用费上升，

而这必然导致经济情况相对较差的农业界子弟学生的经济不支。 
1934 年的北京“在吴淞路上……这些西服之中，倒也有上中下的分别，上等的大多是跟新的一样，

价钱自然贵；中等的，全套三件计算，十六七元便买得到了；下等的则只要七八只洋便可以买过手。”

[17]。而在日军侵华之后，就读辅仁大学的董毅也有购买西服的经历。“在东安市场转了半天，于政在北

辰定做了一套西服，我一时心动，几度寻思，也定做了一身，代价三十七元，此处手工才十二元，比他

处便宜多了。”[18]。战争之时，物价飞涨，西服原料便已需 25 元，还认为较为便宜，可见已为世人所

接受。 
当时，学生“读书容易吃饭难”，吃不起饭是较为普遍的问题，1942 年的上海，“目前学生吃饭所

遭遇的困难却是一种普遍现象”[19]。 

“饭厅上之抬桌既极龌龊，而碗筷又更肮脏，故往往有望望而去，虽饥不食。学生膳食费，在三年前各学生宿

舍厨房，普通多为七元一月，其后因京中生活程度不高，饭价亦日急涨。迄至今日，每月已增至九元，然粗淡菜，

日易下咽。即富家子弟，月食十元或十二元者，犹不适于口，价既如此昂贵，食料又如此其恶劣。” 

普通学生膳食费需要 9 元一月，单饮食一项一年就要花费百元，且如此昂贵的价格却只能吃到“恶

劣的食料”。另外，很多学生经济食堂鉴于各物飞涨，“不得已将售价略予提高”[20]。 
战争之际，农业界子弟用费不支，而许多商人则借此机会发财，反而能“从中起利”。当时中央大

学的学生： 

因上述种种情由(物价上涨)，许多学生，咸赴校外附近小包饭作包饭，虽路远不便行走，尤其是雨雪天气，感觉

困难，然食身体反有益，因此该校四周之小包饭作，或小麦食店，均生意兴隆，利市百倍，故连年时有小饭店添设，

犹是顾客不绝。开在该校校门前之某包饭作，本为草茅随二年以来，因包饭赚钱之故，今竟砌造两层住房，一层而

为正式之饭馆矣[21]。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8482


王笑尘 
 

 

DOI: 10.12677/ae.2022.128482 3152 教育进展 
 

复旦大学的学生： 

就拿吃饭一项来说，每月十元的包饭，早晨粥还没得吃，铁如的饭，未熟的菜，早些弄到嘴里己是大幸，对于

卫生当然谈不到，而味道呢，也差得太远，试问十块钱到底也不是个小数，而所得的代价如是，推原其故，当然是

商人从中起利之太甚[22]。 

在 1931 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调查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学生的家长职业时，农业界仍最多，达到了 25.9%，

而约有 6.1%的学生家长职业为赋闲或未知[3]。而在 1941 年教育总署总务局统计科对华北专科以上学校

学生的调查来看，赋闲的家长高达 25.4%，比其余最高的商业界家长(25.3%)还要多，从事农业的家长降

为 17.3%，降幅最大[23]。1941 年的调查还显示，接受调查的学生中 50.1%的家庭经济状况为“勉强”，

39.3%的学生家庭经济状况为“困难”[23]。显然，赋闲家长的家庭经济状况应更为困难。1941 年华北地

区 90%的家庭为勉强或困难，显然与日军侵占华北有联系。而赋闲家长明显增多，农业界家长的减少最

为显著，这进一步证明了战争与灾荒对农业子弟的家庭经济影响无疑是相对其他家庭较大的。 

4. 结论 

综上所述，梁晨、李中清等学者“从 1906 年到 1952 年‘院系调整’以前，新兴的商人群体和专业

职业技术人员子弟占据了教育精英垄断地位”的论断过于笼统，地主为主的农业子弟仍然长时间是大学

生的最主要的社会来源。而农业子弟不再占据数量第一的位置并逐渐被商人子弟的数量超过，是在

1930~1949 年间。发生这一转变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商人群体等新兴群体的兴盛，也是因为动荡时期的

战争、灾害对农业经济的影响巨大。受战争影响导致的物价的飞涨和不稳定的农村经济的衰败，使一些

经济情况较差的农村子弟失去了家庭经济来源，无法完成学业，因此来源农村的学生明显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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